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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盛于咸同，衰于光绪，是在湖湘理学士人交互往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个独特的联结体，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

泽南、刘蓉等。他们虽然有官位高低、名声大小、学问浅深之不同，但是治学内容与风格、政治价值选

择、人际交往圈都具有相同的一面。这一群体深受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世”[1]传统的影响，将内圣与

外王紧密结合起来，既注重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实践，把义理经世作为救时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

力行，并最终演化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在湖湘理学士人看来，理学从来不是纯思辨

的产物，理学家作为儒家精神的继承者，既然身在秩序之中，便有使此秩序越来越合理的责任，而不可

能止于“内圣”。所以只要致力于圣学，必及于政治。这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群体立场。如果在承

平年代，秉承湖湘思维方式的理学士人往往并无用武之地，而晚清内忧外患局势的加剧，却为他们发

挥经世才干、实践政治理想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2]。

对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王尔敏曾经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清代中叶道咸之际，外患内忧，历年

频仍，自为丧乱动荡时期。但亦足锻炼人才，陶铸英豪，使一代俊杰脱颖而出。当时膺此世运者，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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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将帅最为显著，人才联翩而起，勋誉遍及全国，疆吏辈出，分据要津，棨戟纷陈，冠盖相望。可以一

见一代盛况。……虽然，世人所见，多在于后世之观成，而忽略创建之艰难。”[1]事实上，后人忽视的不

仅仅是湘军初建时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更易被略过不提的是湖湘理学群体最初的集结过程[2]。不阐

明这一过程，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崛起，而不是其它群体担当了这一角

色。而采取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湖湘理学士人的日常人生经历和交往过程上，

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

一、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中，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为前辈，鼎盛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

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多有就读或执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

经历，或为师生、或为同学、或为姻亲，彼此关系密切，志向相投。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他们普遍热衷

于经世之学。随着时势的日益紧张，他们之间已不再局限于谈经论史，而渐渐趋于谈论时事实务。《南

京条约》签订后，刘蓉在覆曾国藩的信中，即有“和议之成，令人愤悒”之句，希望曾国藩“蕴蓄经纶，以

需时用”[3]。而此时，中国大部分的士人尚没有充分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

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

有诗书偶语之禁”[4]。

1850年，咸丰帝即位。登位伊始，即诏谕科道九卿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

奏。此时，已担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以为国家振兴有望，于是上《应诏陈言疏》，大谈用人的重要

性。对于此疏，湖湘士绅争相传诵。刘蓉则以为此疏言犹未尽，没有落实到实处，于是致信曾国藩，

称：“大疏所陈，动观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

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不歉然于怀也。”[5]好友的来书无疑对曾国藩起

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再加上此时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洪秀全的起义军势如破竹。所有这一切，都迫使

曾国藩甘冒风险再度上疏。于是，曾氏仿照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

防流弊疏》，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尤其对其求言以来的表现，提出了

较为尖锐的批评。比诸《应诏陈言疏》的语气温和，《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言辞十分激切。对

此，曾国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给友人江忠源的信中写道：“四月又条陈一疏，以圣德咸美而预防其蔽，

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第孙托空言，而仆则指实，太伤激切，盖嫉时太甚，忘其语之憨直。”[6]所

以曾国藩上疏之后亦忧亦喜，忧的是可能因此召来不测之祸，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将一众友人的政治

[1]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

第159页。

[2]研究晚清理学的代表性成果如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龚书铎主编、张昭军撰写的《清代理学史》（下卷）等，作

为理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因是综论性著作,故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虽有涉及，但着墨不多。长期以来，学界对晚清

湖湘理学群体的研究多从曾国藩集团、湘军集团的角度切入，如：罗尔纲《湘军兵志》、龙盛运《湘军史稿》、朱东安《曾国

藩集团与晚清政局》、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等。由于曾国藩集团、湘军集团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内涵与外

延不尽相同，上述论著虽颇多创获，但多重视湘军成军以后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对晚清湖湘理学士人早期集结时的交互

作用关注不够。本文则在拙著《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对湖湘理学士人集结与湘军网络形成及维系

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

[3]刘蓉：《复曾涤生检讨书》，《养晦堂文集》卷四，清光绪丁丑思贤讲舍刊本，第4页。

[4]《软尘私议》，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五），〔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29页。

[5]刘蓉：《与曾涤生侍郎书》，《养晦堂文集》卷五，第9页。

[6]曾国藩：《致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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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上达朝廷。

从曾国藩与众友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上疏不是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在一部

分志同道合的朋友支持和推动下采取的。他们彼此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常常互通声气，商议如

何能够抓住“得君行道”的机会。这些支持者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所以这

件事在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在前期采取的第一

个比较大的政治行动。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曾国藩个人的要求和政治意图，而是一个团体的意志。因

为他们事先通声息，事后作通报，互相鼓动，串联一气，虽然尚且没有像湘军成立以后那样成形，但是

的确已经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一个小群体，而曾国藩俨然这个小群体的领袖。在致罗泽南的信中，曾国

藩这样写道：“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

尧阶、欧晓岑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

端也。”[1]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们怎样全力以赴，希望把握住咸丰下诏求言的机会，革新政局。

毫无疑问，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所以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折子初上之

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2]这绝不是曾国藩杞人忧天。奏折送上之后，咸丰

帝披阅未毕，即“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3]，只是由于祁寯藻、季芝昌等大臣为曾国藩苦

苦求情，曾氏才免于获罪。这件事大概曾国藩很快就从房师季芝昌那里了解到咸丰帝对他“优诏褒

答”的真相。从此，曾国藩再也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因为，他发现不顾个人安危地上疏言事，并不

能为挽救统治秩序提供什么帮助。可以说，这次行动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很

大。上疏失败，使他们认识到依靠旧有的体制已经无法挽回统治秩序的衰颓，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又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另起炉灶的机会。

二、湘军网络的最初形成

1852年秋，起于广西金田的太平军，兵锋指向湖南，给晚清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有

利的契机。

在风声鹤唳之中，郭嵩焘举族避难，与同样率族人避难的左宗棠相遇于湘阴县城东几十里外的玉

池山。郭、左二人虽早已相识，但都颇以才情自负，互不相下，所以此前并无太多来往。而此时，二人

比邻而居，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话题由眼前的战事说到人物、吏治，几乎无一不谈。对经世之学致力

已久的左宗棠发现，自己眼中只知道调弄词藻的郭嵩焘对时局的认识也是颇有见地的[4]。

山居的日子没过多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来请左宗棠出山。张亮基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事

而被咸丰帝从云南调到湖南的，对于战事，他一筹莫展，十分希望有才干的能人相助。于是，时任贵州

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向张亮基急荐左宗棠，称左宗棠“胸罗地图兵法、本朝宪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5]。

接到张亮基的邀请，左宗棠颇为犹豫，因为他对张亮基并不了解，不知道入幕以后能否不受掣肘，一展

韬略。经过郭嵩焘再三劝说，以及江忠源、胡林翼的来信督促，左宗棠终于决定出山佐幕。

除了左宗棠，曾国藩的首次出山，也与郭嵩焘力劝有关。1853年初，在家为母守丧的曾国藩接到

张亮基快马送来的咸丰上谕，诏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此时的曾国藩守制不到半年，因此他

[1]曾国藩：《复罗泽南》，《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79-80页。

[2]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12页。

[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页。

[4]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第3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5]胡林翼：《致张亮基》，《胡林翼集》（二），〔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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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出山经世之意，但是担心被讥评为虚伪与不孝，有损自己理学后起之秀的名声。于是在接到诏

书的次日，曾国藩就草就辞疏，准备托张亮基向咸丰帝代奏。正在此时，郭嵩焘受张亮基之托，星夜赶

往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

戎，古之制也”[1]。为全孝道，郭嵩焘又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出面劝子承办团练。于是，曾国藩在母

亲灵前烧毁辞疏，遵旨起行，来到长沙，在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创办的湘勇的基础上办理湖南团

防。这一决定也成为曾国藩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如果不是投笔从戎，曾国藩即便官位再高，声望再隆，

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唐鉴，只能在理学的传承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就在曾国藩被郭嵩焘劝出山不久，郭嵩焘也在老友江忠源的劝说下投笔从戎了。早在咸丰帝下

诏办团练之前，丁忧在籍的江忠源已经在家乡新宁招募楚勇，与太平军交锋多次。1853年初，因在作

战中不惜死力，江忠源被清廷授湖北按察使衔，并帮办江西军务。这个新职，实际上是将江忠源推到

了一个更为险恶的位置上——太平军由江西回攻湖南的最前线，因此他迫切需要郭嵩焘的帮助。所

以郭嵩焘刚从荷叶塘曾家赶回家中，就见到了江忠源的邀请信。郭嵩焘回信推辞，不久，江忠源再次

遣使传书，要他为国家大计着想，信中说：“兄纵不为弟出，独不为天下计邪？”[2]于是郭嵩焘再也没有理

由推辞，只好出山“经营国计、保卫地方”[3]了。

自此，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相继乘时而出，他们“先之以友朋，继之以昏姻，俨然成一集团。及夫太

平军踰岭而北，彼等皆际会风云，展其骥足，足为理学吐气”[4]。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抉择凝聚在一起

终于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崛起与太平天国起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太平军兵锋逼近湖南，

给晚清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地区甚广，

“两广两湖及苏、浙、皖、赣同被兵劫，起而与太平军抵抗者，官兵之外，即为各地绅士”，“各地绅士遭遇

相同环境，而在此环境中奋斗以出，独创一种军制风格及重要之军系集团者，只有湘军”。所以说，“时

势环境固然重要”，作为实践主体的湖湘理学士人的“志趣、节操、胸怀、眼光”，以及他们的组织形式更

为重要[5]。而湘军网络作为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也自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罗尔纲所

说：他们“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

起来，并且用儒学来指挥作战”[6]。据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骨干成员约475人，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
人，其中治汉学、公羊学者少，宗奉理学者多[7]。在湘军网络中，这批湖湘理学士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多

元关系”，既存在着空间关联，如同乡关系；又存在着行为的互动关系，如朋友关系；还存在着正式关系

（权威关系），如上下级关系。而且关系是不断流动的，很多事件就在关系中发生。

三、湘军网络的维系

湘军网络形成不易，维系更难，能否实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领袖的凝结

力。因为对于一个网络来说，其中的领袖人物如果能将其他成员都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网络往往具

[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

[2]江忠源：《致郭筠仙书》，《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清同治癸酉刊本，第21页。

[3]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清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刊本，第4页。

[4]陆宝千：《刘蓉年谱·自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1页。

[5]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第1页。

[6]罗尔纲：《论湘军》，〔太原〕《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

[7]参见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2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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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团结性。曾国藩虽然是“这批书生的核心人物”[1]，但在湘军网络中，却并非一开始就处于中

心位置，他在网络中的地位也是逐步形成的。王尔敏曾评价说：“江、曾、胡、左四位领袖，构成湘系发

展核心，自为事后可见之结果。实际湘军中其他人物，决非毫不可能成为核心分子，然世势变化纷乘，

人事际遇有别，战争酷烈，兵将出入白刃，身冒锋镝，不知使多少英雄豪杰饮恨而终。”[2]

在湘军建立之初，江忠源曾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成为晚清湖湘理学士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江忠源资历虽然比较低，但因在蓑衣渡一战而击杀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而声名鹊起。晚清湖湘理学

士人无不对江忠源寄予厚望，即使名位资历远远胜过江忠源的曾国藩，也计划练勇万人交给江忠源统

带，并推许江忠源为湘军事业的领袖。曾国藩以长者身份甘居辅佐地位，可见这群理学士人对理想抱

负的追求远胜过权位名分，这也是湘军网络能够紧密结合的一项重要条件。不过，江忠源虽然以知县

累功升擢安徽巡抚，但是不久就阵亡于庐州，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最初计划只能重新加以修订。

江忠源殁后，曾国藩在致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写道：“侍十三夜接寄谕，知岷樵殉难，心绪万分

作恶。侍所以办理一切，规模宜大、条例宜明者，意将交付此人。以渠为大帅，而以侍参酌其间，或有

小补耳。今斯人既亡，侍之精神、才力、度量、阅历四者，皆不可以为大帅，而浪得虚名。”[3]情势所迫，曾

国藩虽然自认为不知兵事，但是因为任职京师多年，早已成为湖湘士人的政治代言人，自然只好走到

前台充当领袖，与他关系密切的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挚友对他无不鼎立支持。而这种支持并非是

颂以空言，也非盲目服从。曾国藩后来曾经对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

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

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

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诸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4]对自己有这样

肝胆相照而又具有独立意识的挚友与部属颇为得意。

在湘军网络中，比曾国藩崛起时间稍晚，但是却比曾国藩更具人望，与曾国藩相得益彰的核心人

物则是胡林翼。1853年底，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等要求，胡林翼率黔勇进入湖北，是为胡林翼投入湘军

事业之始。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冀署理湖北巡抚。湘军中第一个获得封疆大任的是江忠源（清咸

丰三年）。次年，清廷又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随即收回成命。因此，胡林翼虽然是湘军中第

三个获得巡抚之职的人物，但是任期长久，充分发挥了封疆大吏所能起到的作用。当时，胡林翼集湖

北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比曾国藩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成为湘军网络的灵魂人物。

由于“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5]，使胡林翼赢得了比曾国藩更高的人气。虽然如此，胡林翼

为了集团的整体利益，并无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集团最高领袖之心。深知曾国藩难处的胡林翼，出于

公义私谊的原因，还积极为曾国藩谋取地方实权。1857年，曾国藩以父丧离营，廷旨准假三个月，随

即迭次催促，命其重返江西前线，而所予之职，仍是并无实权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因为此前仰食江西

时受尽掣肘，为免再度客位虚悬，于是具折向咸丰帝讲明要“位任巡抚”，否则绝不出山。谁知咸丰帝

竟然顺水推舟，同意曾国藩在家守制。为给曾国藩再出提供机会，胡林翼借口浙江危急，奏请起用曾

国藩督师赴援。但是，没有地方职权的曾国藩始终被朝廷视为游击之军，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全盘

崩溃，清廷四顾无人，只得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逾月实授。曾国藩带兵七年，备尝艰辛，终于获

[1]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437页。

[2]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第7页。

[3]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55页。

[4]曾国藩：《复李鸿章》，《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862页。

[5]曾国藩：《加左宗棠片》，《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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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方实权，这当然离不开胡林翼的鼎力支持。据曾国藩身边的朱孔彰记述：“江南大营复陷……左

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

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1]可

见，对于曾国藩就任江督一事，曾、胡、左等人曾有过一番精心谋划。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胡林翼的苦心护持，也没有湘军网络最后一位领袖左宗棠的崛起。早在湘军

建立之前，左宗棠因胡林翼之荐，已经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延入幕中执掌军机，一举筹划了长沙保卫战

的胜利。后来，左宗棠因樊燮案几乎丧命，幸得胡林翼、郭嵩焘全力搭救。1860年，左宗棠被清廷赏

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但是左宗棠恃才傲物，经常讥刺曾国藩“于兵事终鲜悟处”[2]。因此，虽

然曾国藩赏识左宗棠的才干，但是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胡林翼洞悉曾、左私衷，便恳切地劝说曾

国藩：“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

知其可靠。”[3]在胡林翼的调解下，曾国藩只好暂留左宗棠襄办军务。不过，曾左两人在事业上虽然能

够彼此合作，但是相处得并不融洽。于是，曾国藩干脆顺水推舟，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乃至浙江

巡抚，使左宗棠终于如愿以偿，独当一面。

可见，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经营湘军事业的过程中，矛盾冲突始终一直存在，若无共同的政治理

想为基础，早已分崩离析。据载，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所送挽联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

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4]既不避讳两人之间的矛盾，更表明了二人共同的理想与追

求。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左宗棠也写道：“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

之词，何值一哂耶？”[5]可见曾左二人所争持的主要是原则，而不是权力与名位。的确，为了一个共同的

理想，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由分散走向统一，个性的碰撞，细节的分歧，都在所难免，只有在不违背理想的

前提下求同存异，才能使事业不断发展。而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他们之间的矛盾

以及解决，也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又为他们进一步实现理想提供了潜在的动力来源。

湘军网络的建立基础，最根本的在于这些湖湘理学士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对时局政事的一

致认识。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王錱等人的文集中，重建理想社会秩序、卫

圣道、挽世运之类的言论屡见不鲜。虽然这类目标比较高远，实际上缺少约束性，但是却可以使他们

始终维系崇高的志节。至于对时局政事的认识，因为各人均多少有切身的感受，更成为促进改革思想

形成的实际动因。因此他们之间的具体意见即使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建立在纯正学养之上的政治理

想，却是他们结合的共同条件。就这样，在“湘军网络”中，个人感召力、同乡、师友、姻亲等关系与上下

级的外在强制性规条错综复杂的交织融合，使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利用地方宗族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网络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最终成为支配近代时局变动的关键

因素。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治理念，也终于有机会从地方逐渐放大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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